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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派生性关系到独立性关系?
———解析中欧关系的基本特征与发展逻辑∗

宋晓敏∗∗

内容提要 ７０余年来,中欧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从派生性走向独

立性的过程.它既受到国际格局变化等体系性因素的影响,也受到

突破国际结构的局限、基于自身需要独立发展关系的内在动力的驱

使.中国从欧洲获取资本与技术来发展经济,推动改革开放;欧洲则

通过贸易等方式在中国扩大市场,借助政治合作来影响中国的发展

道路,进而扩大全球的影响力.双方互有所求,彼此借重,共同发展.
在突破冷战格局到主动影响国际结构的互动中,中欧从伙伴关系走

向“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其独立性日益凸显.然而,在百年变局和世

纪疫情的影响下,国际体系进入深度变革时期.随着欧盟对华认知

发生重要变化,将中国定位为“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

手”;美国“联欧制华”战略层层推进,在贸易、技术、安全等领域打压

中国,中欧关系的发展面临竞争与冲突加剧的挑战.中国应深入认

识和把握双方关系的内在动力和发展逻辑,保持战略自信和定力,积
极开展对欧工作,进一步加强中欧关系的韧性.

关键词 中国政治与外交 中欧关系 派生性 独立性 内生

动力 体系因素

８０１

∗

∗∗

宋晓敏: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编审.(邮编:１００７３２)
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和修改建议.同时,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

所张海洋博士、赵晨研究员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所给予的指导和帮助.文中疏漏和不足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当今国际格局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中欧关系发展态势也随之发生改变,
未来或将进入一个演变的关键时期.① 如何分析、研判和预测中欧关系的前

景,对于研究者而言,是一项新的挑战.因此,有必要回到中欧关系的元问题,
去探寻双方关系的内生动力、体系因素,进一步认识其发展逻辑.

长期以来,国内外中欧关系的研究大致围绕两种范式展开:一种是“体系

论”(SystemicTheory).② 它继承了结构现实主义的研究传统,将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及其演变作为研究中欧关系的基本框架,在实证层面

上重点关注从冷战的两极格局到“中美欧”三边关系结构的演变过程,从中探

索中欧关系发展和演变的动力.③ 另一种以“还原论”(ReductionistTheory)为方

法,暗合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行为体互动分析范式,立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中欧自身的发展特点和中欧交往过程的跟踪,关注中国和欧洲在国际体系中的

“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欧互动的动机和发展的动力.④ 回顾整个中欧

关系研究史,这两种范式是相互交叉的,主流学界也一直有意综合两种范式,⑤

分析和阐释中欧关系的发展和演变.⑥

本文通过历史梳理,将中欧关系的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并从体系论视角

分析了国际格局的演变对于中欧关系的影响,从还原论的角度探讨了双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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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中欧关系包括中国与欧盟、中国与欧盟次区域合作以及中国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关系,
文中所指的中欧关系主要涵盖中国与欧盟、中国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双层关系.

“体系论”又称“系统理论”,“还原论”也有译为“简化理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创始人肯尼斯华

尔兹(KennethWaltz)认为,从简单分类来看,有两种理论可以解释国际政治,包括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外交行

为:一种是还原主义理论,关注单元层次,如个人或国家;另一种是系统理论,强调结构和单元的互动,将国

际层次作为行为体变化的解释变量.参见〔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上海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９页.
国内外一些学者从体系论角度探讨了中欧关系的变化,参见陈志敏:«新多极伙伴世界中的中欧关

系»,«欧洲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１期;吴白乙:«后冷战国际体系变动与中欧关系»,«欧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５期;DaＧ
vidShambaugh,“ChinaandEurope,”TheAnnalsoftheAmericanAcademyofPoliticalandSocialSciＧ
ence,Vol．５１９,１９９２,pp．１０１Ｇ１１４,等等.

另有一些学者使用还原主义方法分析了中欧自身的特点及互动模式,如朱立群:«中欧关系研究:三
个重要的视角»,«欧洲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６期;冯仲平:«如何推动中欧关系深入发展»,«外交评论»２００６年第５
期,等等.

学界在讨论华尔兹的结构主义时,曾指出其局限性和不足,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向单元层次回

落,重视单元功能和互动.例如,罗伯特吉尔平就提出,不能过分关注结构,而忽视行为体实力、互动方式

等变化;外交政策的主要决定因素既包括国际体系的结构,也包括国家社会的内部条件.参见薛力:«从结

构主义到国际关系理论:一项系统的考察———兼论华尔兹结构观的局限性»,«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７年第１０
期,第２９—４０页.因此,本文倾向于结合国际体系(结构)和国家(单元)两个层面,综合分析中欧关系变化的

影响因素及内在逻辑.
相当一部分中欧关系研究者采取两种范式并重的研究方法.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弘研究员既

有还原论视角下的非对称性中欧关系研究,也有体系论维度下的中美欧三边关系的比较分析.参见周弘:
«论中欧伙伴关系中的不对称性与对称性»,«欧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２期;〔美〕沈大伟、〔德〕艾伯哈德桑德施

耐德、周弘主编:«中欧关系:观念、政策与前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系内生动力的变化;在此基础上,运用综合的方法归纳出中欧关系呈现的基本

特征、发展逻辑以及面临的挑战,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一、中欧关系的演变:从派生性走向独立性

派生性关系是学界描述冷战时期中欧关系的一个核心概念,意指从根本

性关系中产生的从属性关系.① 在冷战期间,无论对中国还是欧洲而言,中欧

关系都是从属于冷战格局下的派生性关系,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在很大程度

上左右了中欧关系的发展.② 随着冷战结束,中欧关系所处的国际格局发生巨

大变化,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向独立性关系发展的进程.③ 整个中欧关系的演

进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派生性关系占主导时期(１９４９—１９９１年)

在冷战时期两极格局下,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主要是从其与苏联和美国两

个超级大国间的关系中派生出来的.从政治层面来看,新中国在对欧建交上

出现了明显的“东西欧分野”,建国伊始就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八个国家建

立了外交关系.由于西欧阵营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中欧双方在台湾地区和

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议题上无法形成一致的意见,导致中国与西欧国

家的建交尝试从１９５４年日内瓦会议之后才得以开始.④ 在经济层面,西欧集

团配合美国,对中国实施了长期的技术和贸易封锁.这种以阵营立场为先的

政策事实上也是服务于美国对苏的总体战略,因为它担心战略物资会经中国

转口贸易流向苏联和东欧.⑤ 如果说政治承认与经济合作是测量外交关系最

主要的标尺的话,那么,东西阵营对峙的格局,显然自冷战开始就对中欧关系

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到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中国和东欧、西欧关

系的起伏与其同苏联、美国关系的亲疏远近密切相关.从体系论来分析,这是

因为国际结构对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具有决定性影响,当时苏美对抗的国际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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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生”意指“从一个主要事物的发展中分化出来”,从本体论来看,是指由第一性的、根本性的事物

产生第二性的、从属性的事物.其字面解释,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
(第５版),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０１９页.

DavidShambaugh,“ChinaandEurope,”p．１０２．
宋晓敏、李靖堃:«‹中欧关系研讨会›综述»,«欧洲»１９９９年第２期,第９０页.
宋新宁:«中国与欧洲:面向未来»,载宋新宁、张小劲主编:«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与欧洲»,香港社

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３页.
YokoYasuhara,“Japan,CommunistChina,andExportControlsinAsia,１９４８Ｇ５２,”Diplomatic

History,Vol．１０,No．１,１９８６,p．７７．



局为中欧之间的关系设定了行动框架,也直接影响了双方互动的结果.
如果从还原论角度来观察,在派生性关系占主导的冷战时期,中欧基于自

身利益的考量,萌生了独立发展的意愿,进而在对外行为选择中努力突破各自

阵营的限制,甚至在特定的情况下对既有国际格局中的牵制因素做出修正.
例如,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中欧关系中,西欧出于阵营立场的考虑,在对华政策

上追随美国、实施贸易禁运.但朝鲜战争结束后,东西对峙稍有缓和,美国出

于西欧盟友经济利益的诉求,尝试缓和对苏东集团的贸易管制(尤其是波兰),
却对中国维持高水平的贸易禁运,以达到一方面遏制中国发展、另一方面分化

社会主义阵营的目的,并由此形成了巴黎统筹委员会内部有关“中国差别”的
问题.① 但美国的这一举措遭到了以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的反对.为保障自

身的经济利益,英国从１９５６年开始带头向美国施压,解决“中国差别”问题.
此举随后在１９５７年巴黎统筹委员会巴黎会议上得到法国的配合和西德的斡

旋.② 由于美国的让步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英国索性单方面放松了对华贸易

管制,使得多数巴统成员国纷纷效仿行事.这标志着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美国对华

遏制政策的重大失败,③也由此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格局,即从对东方集团

的一边倒转向东西方并重.
而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中法建交,是两国主动突破既有的格局对自身的限

制,尝试影响“国际结构”的重要例证.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弘研究员所言,
中法建交“不仅在西方对中国的封锁墙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而且为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西欧各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定下基调,包括有关‘一个中国’的立场以

及对台湾地位问题的明确表态.中法建交也标志着‘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结

束.”在法方看来,“１９６４年中法建交表面上反响并不强烈.但是,在这一表象

背后却孕育着历史进程上的飞跃它是正义发出的一个带有强制性的信

号,迫使两个超级大国就范.”④这无疑具有影响国际格局的战略性意义.
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到８０年代,中欧关系开始稳步发展,并逐渐实现了正常

化,这种趋势是由国际格局的演变和中欧自身发展需要决定的.因此,从早期

以派生性为主的中欧关系逐渐包含越来越多的独立发展的内容.从国际格局

看,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反对苏联霸权的需要,成为中欧接近的重要原因,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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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弘、金玲:«中欧关系７０年:多领域伙伴关系的发展»,«欧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３页.



要体现在政治承认和安全合作上.① 与此同时,中欧之间愈益密切的经济合作

表明,双方的关系也越来越着眼于各自发展的需要.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开

始,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进程,“经济和科技的现代化”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

中之重.欧洲逐步成为中国现代化技术的重要来源地,资本投入和技术合作

成为中欧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欧洲,一体化也在稳步发展,经济一体化和政治

上的自主性在欧洲的呼声不断上升,而中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也在不断增

加.在整个冷战时期,中欧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夹缝中求生存,使双方

关系中的派生性占据主导地位.随着两极体制逐渐松动以及自身发展的需

要,中欧日益重视双方在国际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将对方视为牵制两霸的力

量,并将推进经济合作视为共同利益所在.

(二)主动塑造与内部张力时期(１９９２—２０１５年)

冷战结束后,中欧关系的新局面始于冷战体系瓦解造成的冲击与调整.

１９８５年,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混乱,也成为

苏东阵营解体的导火索.全球范围内的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西强东弱”的局

面,苏东集团的迅速衰落使美苏对峙的均势格局开始瓦解,中国也受到波及,
在１９８９年发生了政治风波.欧方对此反应强烈,不但通过外交渠道表示对中

国的“谴责”,还对中国实施了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制裁,并将议

题国际化,在国际组织中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这在中欧关系史上前所未

有,双方关系也因此进入回冷期,但并未持续很久.从次年２月开始,法国和

意大利率先恢复对华的援助和贷款,而德国也在４月做出同样的决定.同年

１０月,欧共体在卢森堡峰会上决定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②

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中欧基本上克服或者说搁置了意识形态的分歧,
开始从全球性和战略性的高度,主动谋划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发生变化的

主要原因是两极体制崩溃后,中欧摆脱了长期困扰自身安全的现实威胁,双方

跳出派生性关系的窠臼,基于自身的发展利益加强合作,并尝试主动塑造国际

结构,而多极化的格局也赋予中欧关系更多的独立发展的选择和空间.从欧

洲的角度看,从１９８６年的«单一欧洲法令»到１９９３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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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层面来看,自尼克松总统访华后,英国、联邦德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纷纷同中国建交,欧洲共同

体也于１９７５年与中国建交.在安全问题上,为了防范苏联的军事威胁,中国开始从西欧进行军事采购,并就

美苏«中导条约»问题与北约成员国进行沟通协调,实质上减轻了来自苏联的安全压力.参见沈大伟:«中国

与欧洲:从派生性关系向独立关系的发展»,第４８—４９页.
吴白乙:«后冷战国际体系变动与中欧关系»,第３—７页.



约»,欧洲一体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无论是经济规模还是政治影响都在不断

扩大,促使欧盟积极谋求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影响力,尤其对亚太这一最具经济

活力的地区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全球化作用下,国际经济体系已经逐渐形成

了一个以“西欧、北美和亚太”为主的三边格局.① 鉴于欧洲一体化的建设已形

成扩张市场的逻辑,欧盟也试图向东欧和南方的非加太地区拓展市场.但当

时的东欧国家还处在“休克疗法”后的转轨期,经济发展举步维艰,完成市场经

济建设目标遥遥无期,②而且东向的市场扩张还面临与俄罗斯的关系问题.南

部的非加太国家与地区,自身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多数情况下只能和欧盟进行

产业间贸易,无力支撑与欧盟的更高水平贸易.③ 与此同时,美欧发达国家间

的贸易又进入瓶颈期,双方贸易摩擦不断升温.④ 经济蓬勃发展的亚洲由此成

为欧盟的不二选择,但美国在冷战后亚洲地区的建设上,并未对欧盟展现开放

的态度.其提出的环太平洋地区主义的设想,更偏向于日美同盟基础上的地

区建设,这显然限制了欧盟在亚太市场的发展空间.因此,如果欧盟想跳出

“自家后院”,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利益,就必须要突破美国的“藩篱”,通过独立

的对外战略,建构有利于自身的全球和地区秩序.而当时的中国对欧盟而言,
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伙伴.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就有观察中欧政治关系的

欧洲学者指出:“由于欧盟试图扩展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影响,发展有效的

‘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因而从欧洲的角度看,今日之中国以其规模、经济活

力和未来的潜力,必然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与中国建立一种独立于中美关

系的、非‘派生’的双边关系也因之具有巨大的潜力,这一观念正深入人心.”⑤

从中国方面来看,尽管改革开放之后,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成为国内经济

发展的重要动力,但从战略角度考量,对日贸易的占比仍然偏高.而美国并未

放弃战略上的对华遏制政策,无论在台湾问题还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

题上,频频对华施压.在日美同盟发挥重要作用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不平衡的

经贸格局对中国就意味着战略上的脆弱性.因此,中国和欧洲面临同样的问

题,要跳出地区屏障走向世界,这就需要改变美国主导的地区性安排,在全球

层面塑造新的有利于自身的国际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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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的战略利益接近,催生了为期十年左右的中欧蜜月期.该时期的成

就一方面体现为双方收获了巨大的经济红利,①另一方面表现为中欧建立了多

部门、多渠道合作的制度性机制.② 到２００３年伊拉克战争时期,中欧的蜜月期

进入高峰时段,双方联合起来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并开始重新思考在防务和

高科技等高政治领域加深合作的可能性.③ 中欧关系密切化的趋势,预示着一

种新的以中美欧三边关系为基础架构的国际格局的出现,并引起了国际关系

学界的强烈关注.正如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巴里布赞(Barry
Buzan)所言:“一种由美国、欧盟和中国所构成的三个超级大国的体系会是一

种对手和朋友的社会结构,而不是像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那种敌对的社会

结构情形.”④从理论上看,三边关系确实有替代两极格局的潜在可能性,尽管

它不可能消除国家间的竞争,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相比两极对峙,三边关

系格局为大国行为体提供了更多的合作选择.如果三边关系中的每一方都抱有

合作意愿,那么,它的确有可能为全球格局提供一种新的秩序.然而,三边关系

架构的战略构想从一开始就面临两重困境:一方面,三边格局能否形成,首先取

决于每个参与方是否都能真正成为现实政治中的独立一极;另一方面,三边关系

内部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仍然存疑.因为真正等距离的三边外交很难长期保

持,任何一方既难以抵抗成为三边关系中核心枢纽的诱惑,又担心自己成为被孤

立的一方.因此,相较于两极格局,三边关系更具开放性,三边中的任何一方,都
有动机通过与三边之外国家的合作,来提升自身在三边博弈中的地位.但这种

引入外力的竞争却很可能导致三边关系架构本身的危机.⑤ 在整个后冷战时期,
这种两重困境始终贯穿于中美欧的三方互动,也直接影响着中欧关系的发展.
首先,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欧洲一体化经历了快速发展,但还远远达不到可以支

撑欧盟成为独立一极的程度.后冷战以来中美欧三边关系的互动来看,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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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欧盟超越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参见«２００４年我国对外贸易概况»,中国政府

网,http://www．gov．cn/test/２００６Ｇ０３/０２/content_２１６０９９．htm,２０２１Ｇ１０Ｇ２９.
中欧在多个领域发展了２０多个对话机制,并在１９９８年建立了年度中欧领导人会晤机制,参见陈志

敏:«新多极伙伴世界中的中欧关系»,«欧洲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２页.
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法德提出解除对华的军售禁令,以及中欧开始在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

上合作.这导致部分美国学者甚至认为“中欧轴心”已经出现,参见 DavidShambaugh,“ChinaandEurope:
TheEmergingAxis,”CurrentHistory,September２００４,pp．２４３Ｇ２４８.

〔英〕巴里布赞:«美国和诸大国:２１世纪的世界政治»,刘永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
１３１页;转引自陈志敏:«中国、美国和欧洲:新三边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载周弘等主编:«认识变化中的欧

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３１页.
三边关系实际上是单极霸权和大国均势两种国际政治权力格局之间的“中间地带”,本身具有动态

性和可变性.关于中美欧三边关系的详细讨论,可参见陈志敏等:«中国、美国和欧洲:新三边关系中的合作

与竞争»,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８９—２９７页.



关系是其中最牢固的一组双边关系.① 欧盟尽管对美国霸道的单边主义颇有

微词,但美欧关系的实质仍然是基于美国的霸权护持逻辑而非多极化的大国

均势,双方通过北约和欧盟东扩不断挤压俄罗斯的生存空间即是这方面的例

证.因此,一方面,中国自冷战结束后主动改善与欧美的关系,努力加入国际

经济大循环;另一方面仍然积极加强与俄罗斯与其他新兴大国的协调合作,巩
固和扩大在美欧之外的伙伴关系,但这事实上又加剧了三边关系的离散效应.

除了体系层面上的困境,中欧在双边层面的自主互动也面临三方面的竞

合张力.首先,在经济层面,中欧经贸关系不断发展带来越来越多的摩擦和竞

争.以１９９７年为界点,中国对欧贸易从逆差转为顺差,此后顺差急剧扩大,中
欧贸易失衡问题愈演愈烈.欧盟的不满也不断累积.其单方声称,中国“剽
窃”欧洲的知识产权,国内又缺乏高水平的劳工标准,通过低价倾销导致了贸

易失衡.但客观来看,中欧贸易失衡问题实际上只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后全球价值链重新调整的一种表现.② 尽管欧盟也从快速发展的中欧

经贸关系中获得了巨大红利,但中国经济实力超乎预期地迅速上升和中欧实

力对比的变化,使中国成为欧盟在全球经济领域强有力的竞争者,这显然激发

了欧盟的战略焦虑.
其次,在政治层面,中欧双方意识形态分歧加剧,在“战略伙伴”认知上的

差异增大.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双方曾一度成功管控了政治制度和价

值观上的分歧.１９９８年,欧盟对华政策文件将中欧关系提升到“全面伙伴关

系”,２００３年,中欧领导人会晤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然而,这种态势

并没有长久保持.随着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开始暴露.
从中方的角度看,中国的两大关切———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和欧盟对华

军售禁令———在中欧双边层面迟迟得不到解决,这不符合双方“战略伙伴关

系”的定位.而欧方则认为,欧盟的接触政策没有促使中国做出符合自己预期

的改变.以２００６年发表的对华政策文件为分野,欧盟对华态度转向消极,欧
方在双边关系多个领域表达了对中国的不满.在人权问题上,欧盟也失去了

耐心,开始谋求在双边层面将人权问题与经贸挂钩.③ 欧洲对华智库不断传出

声音,要求调整中欧蜜月期以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反对对华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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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接触”,认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徒有虚名,欧洲应当采取“以利益对利益、
关切对关切”的对冲方式处理中欧关系.①

再次,在全球层面,中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也在各种场合展开了互动,
总体上是合作和摩擦兼而有之,但摩擦日渐增多.这是中欧在后冷战时期按

照各自模式独立发展以及扩大全球影响力引发的张力所致.从中国的角度

看,以不干涉内政、去意识形态化和互利合作为主轴的发展合作战略,既符合

中国的经济需要,又回应了全球大量欠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发展诉

求.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与非洲、中东、东南亚的合作水平不断提升;自

２０１２年以来,中国又启动中国—中东欧“１６＋１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谋求

为中欧关系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然而,欧方对此表现出极大的警觉.例如,
在非洲问题上,欧盟一直自认为是冷战后非洲最大的发展援助提供者,将非洲

视为“自家后院”,而中国与非洲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合作会危及自身利益.而

中国推动的“１６＋１合作”,更是被相当一部分欧洲人视为“分裂欧洲的地缘政

治野心”.② 撇开对华的战略误读不谈,欧盟在后冷战时期同样也以自己的方

式提升了全球影响力.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成

型,欧洲一直致力于将自身塑造成国际政治中独特的“规范性力量”,并通过将

贸易与价值观挂钩的方式,长期致力于向亚非拉地区输出价值观,并常常直接

卷入当地的社会乃至政治变革.
总体而言,冷战结束后,中欧关系迈入蜜月期并随之产生龃龉,是由于国

际体系发生重要变化后给双方关系带来自主发展的空间,但在互动中因为自

身利益的需要加强合作,也因为利益的不同而产生摩擦.冷战的终结使中欧

关系摆脱了“派生性”的桎梏,转向自主互动的发展进程,但中欧作为国际体系

的组成部分,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体系性因素的制约,尤其是作为“超级霸主”
的美国的影响,从而使双方关系呈现出复杂性和非对称性.

(三)体系变革、战略自主与关系调整时期(２０１６年至今)

２０１６年以来,国际体系发生的急剧变化及欧盟对华认知和定位的改变,促
使中欧关系进入新的调整时期.一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对中国的

战略打压开始公开化,中美关系急剧下行,继而冲击了整个国际体系,后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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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的国际格局开始酝酿重大的调整.拜登上台后,推出“联欧制华”战略,在
贸易、技术和安全领域遏制中国,使中欧关系发展的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二

是欧盟明显加强了战略自主的建设,其于２０１６年发布的全球战略文件«共同

愿景、共同行动:一个更强大的欧洲———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中
七次提及“自主性”问题.① 此后,新上任的欧盟委员会明确将打造“地缘政治

欧洲”作为其工作重心,②并在经济和技术等领域推动了一系列加强“欧洲主

权”的政策.而在安全防务领域,欧盟也启动了成员国之间的“永久结构性合

作”机制,谋求安全防务领域的一体化建设的努力再次提速.③ 欧盟战略自主

的最终目标是力争自己成为世界重要的一极.三是欧盟明显加强了与亚洲重

要地区性力量的互动和协调.自２０１７年以来,欧盟与日本相继签订了«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EPA)、«战略伙伴关系协定»(SPA)和«可持续互联互通伙伴

关系协议»,成为当下双方战略合作的“三大支柱”,欧日关系进入了新的蜜月

期.④ 欧盟与东盟部分成员国进行了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与东盟整体的

谈判准备重启.同样,欧盟也在寻求与印度的自贸协定谈判.２０２１年９月,欧盟

正式发布“印太合作战略”,要求与印太合作伙伴深化接触,以应对影响地区稳定

的新兴态势,实际上是为了应对“日益自信的中国”.四是欧盟发表了最新版对

华战略文件«欧盟—中国:战略展望»,标志着其对华认知与定位发生重大变化.
在文件中,欧盟首次将中国列为“制度性对手”,措辞之强硬前所未有.⑤ 随后,欧
盟出台的一系列经贸政策,字里行间都有针对中国的意味.

在国际体系变革和中欧互动的双重影响下,中欧关系进入动荡的深水区.
从体系层面看,中欧关系最大的影响因素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使整个国际

体系进入新的调整期.中美之间的博弈将会长期化,并成为左右国际格局走

向的主导性因素,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组合开始重新调整.欧俄加入中美博弈

后,可能形成两种国际秩序的拉扯:一种是“中俄vs．欧美”式的传统两极格局,另
一种是欧俄尝试于中美之间形成广大的中间地带并在中美博弈中获利.⑥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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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战略定位以来,欧委会对其全球战略定位的一次重大调整,参见解楠楠、张晓通:«“地缘政治欧洲”:欧盟

力量的地缘政治转向?»,«欧洲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１—３３页.
郑春荣、范一杨:«重塑欧美安全关系?:对欧盟“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的解析»,«欧洲研究»２０１８年

第６期,第３页.
陈静静、张勇:«国际秩序变革与日欧战略接近»,«欧洲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２期,第５９页.
EuropeanCommission,“EUＧChina:AStrategicOutlook,”Strasbourg,March１２,２０１９,JOIN

(２０１９)５final．
时殷弘:«世界格局:彼此歧异的短中期状态与长期趋势»,«俄罗斯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１４—１６页.



近年来亚洲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巨大潜力,东亚、西太平洋和南亚次大陆成为美

国控制国际秩序主导权的关键地区,东盟、印度、日本、韩国等地区性战略力量

和中等强国同样面临中美之间的“选边站”问题.体系的变化对中欧关系的影

响巨大,在某种程度上使双方展现的独立性再次受到挤压.
从双边层面看,中欧关系的发展面临内生动力疲乏的困境:一方面,经贸

关系中的摩擦增多,削弱了压舱石的作用;另一方面,受困于双方在政治和意

识形态领域的固有分歧,而美国的介入和挑拨,刺激了双方分歧的扩大,使得

中欧关系的稳定和深化发展面临挑战.
第一,原本作为压舱石的中欧经贸关系,在推动中欧关系进一步深入发展

上出现了动力匮乏的迹象,并越来越成为中欧关系的摩擦点.这首先源于双

方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其次,中国加大了对欧投资力度,令欧洲担忧本地企

业丧失竞争优势.以２０１６年为例,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同比小幅下降,但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却创历史新高,并大量涌入发达经济体,其中对欧盟直

接投资３５０亿欧元,同比增长７７％,但中国以大规模并购方式实施的投资却引

起欧方的警觉,并刺激了欧盟加大对外国投资的监管力度.① 此外,有关中欧

产业链实证研究发现,自２０１２年起,欧洲在全球产业链的位置和参与度逐年

下降.与此同时,中国却在全球产业链的位置和参与度上强劲攀升,成为贸易

增加值出口的全球第二大供应枢纽,并通过枢纽的作用链接高收入经济体与

新兴市场国家.② 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并不只是中欧双边层面的经贸问题,而
是带来了全球经济版图的重组.在相当一部分欧洲企业界和智库看来,无论

是在欧洲大陆内部还是全球市场,中国已经成为欧盟强有力的竞争者,而应对

中国的挑战也成为欧盟强调经济和技术主权的重要动因之一.③

第二,中欧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进一步发酵,并与全球大国竞争态

势相关联,逐渐影响到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其典型案例就是欧盟在２０２１
年３月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对中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
这是欧盟多年来首次在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上通过官方制裁形式向中国施

压,而中国不得不做出强力反制,由此导致«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审议的冻结.
事实上,«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是一个互利双赢的制度安排,中方也通过该协定

的谈判,对欧方近年来在中国市场准入问题上的不满做出了建设性的回应.
该协定的冻结,似乎预示着欧盟正在将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性凌驾于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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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经贸合作之上.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在对华政策中将意识形态分歧上升

为正式的制裁并不多见.此次实施制裁的法理依据是欧洲版的«马格尼茨基

法»,而该法案从出台到实施,离不开欧美协调乃至美国的直接影响.而欧盟

对华实施制裁,也标志着欧洲内部的亲大西洋派势力和欧洲意识形态领域的

反华势力联手遏制中国的图谋在现实中落地,成为影响中欧关系发展的一个

重要因素.
总体而言,自２０１６年以来,在大国竞争加剧和自身发展面临挑战的情况

下,中欧关系进入了矛盾凸显期.尤其是欧盟加强了战略自主建设,其相关政

策举措无论在经贸、政治还是地缘安全上都呈现出更强的对华遏制色彩,并加

强了在跨大西洋关系框架下的协调.如果欧盟以“战略自主”为名,一方面,通
过渲染中国威胁以加强内部动员并推动原本迟缓的外交政策一体化进程;另
一方面,提升在美欧同盟中的话语权并争取中美之间的中间地带,凭借一个更

为强大的欧洲、一个更加稳固的美欧同盟和不断增长的多边影响力对华施压,
以获取对华的战略优势;那么,中欧关系发展的动力将进一步疲乏,未来发展

面临严峻的考验.

二、中欧关系的基本内涵

从新中国建立至今,中欧关系的发展已有７０多年的历史.一方面,它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体系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受到国际格局的制约;
另一方面也是中欧这两大力量在自身发展基础上不断互动的产物,具有多面

性和复杂性.虽然中欧摆脱了冷战格局下的派生性关系的约束,但在发展独

立性关系的过程中,仍然受到体系性因素尤其是美国因素的影响,并且因为自

身利益的考量和双方认知的变化,使中欧关系呈现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这

需要我们从历史演进中归纳中欧关系的基本特征和发展逻辑,以把握未来的

演变方向.

(一)中欧关系的基本特征

第一,中欧并不是左右国际体系全局的决定性力量,而是影响国际体系主

导性关系的平衡性力量.总体而言,中欧关系在国际体系层面的发展遵循大

国平衡与多极化逻辑.冷战时期,中欧在经济上和安全上的协调在遏制东西

对抗走向极端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后冷战前期,中欧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
对美日环太平洋地区合作产生了平衡效应.在伊拉克战争时期,中欧也在抑

制美国单极霸权的图谋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但如果和欧美同盟这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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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战略性特点的关系相比,中欧更偏向“战术性”合作,虽可能对国际体系中的

不合理因素做出修正,却不能促使国际体系发生根本性改变.这种平衡性力

量的定位导致了中欧关系的易变性,也决定了双方关系从派生性走向独立性

的进程不会一帆风顺,其间会有曲折也有反复.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成为影响

国际体系走向的主导性因素,中国从一个地区强国迅速成长为全球性力量,中
欧关系的内涵和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在欧方眼中,中国本身成为需要“被平

衡”的对象,其推动中欧关系进一步深入发展的动力难免下降.而在中方眼

中,如果欧洲不能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并基于真正意义上的多边主义理念与中

国共同解决当前国际体系的种种问题,则中欧关系的独立性同样要打折扣.
第二,经贸合作是中欧关系中的“稳定器”,但作用开始受到削弱.它固然

是中欧关系最主要的内生动力,但随着经贸合作的加深,已成为双边关系摩擦

的重要来源.经过７０余年的发展,经贸关系至今仍是中欧合作最主要的支

柱.１９７５—２０２０年,中欧货物贸易增长超过２５０倍,欧盟连续多年保持了中国

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① 中国则长期保持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并于

２０２０年超越美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② 无论对中方还是欧方而言,经
贸合作都意味着难以忽视的经济红利,尤其对长期陷于经济困局的欧盟,意义

更为重大.然而,欧盟在对华贸易中的逆差导致的双方经贸关系的不平衡,成
为中欧关系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随着中国对欧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不断提

高,欧方对自身丧失竞争力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在欧美贸易中欧盟多

年保持顺差的状况下,中欧贸易失衡对欧盟而言显得格外刺眼.而且,由于欧

盟成员国众多,又缺乏美国式的硬实力,欧洲庞大的市场和一体化的贸易政策

是欧盟在对外关系中为数不多的有效的政策杠杆.这就导致其经常将中欧经

贸问题与双边关系中的其他议题相挂钩,使得本就摩擦频频的经贸问题难以

摆脱政治化的发酵,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中欧关系的复杂性.
第三,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限制了中欧政治关系的深入发展.尽管中欧

双方都多次强调,政治理念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并不影响双方的合作关系,但意

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始终是中欧关系中的一块短板.相较中国对欧盟内政长期

以来的不干涉态度,欧盟似乎把对中国的规范和价值观输出视为一种“宗教情

结”,其在对华政策中最持之以恒的政策议题,就是对中国政治制度和人权状

况进行指责和批评.事实上,中欧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植根于双方在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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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社会传统和制度发展上的差异,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弥合.即便在中欧

蜜月期,双方也无法在此类议题上达成实质性共识,至多也是管控分歧带来的

影响.然而,近年来中国的迅速崛起,不仅大大提升了文化自信,更是向其他

发展中国家展示了一种西方模式之外的发展道路,因而成为欧洲眼中向全球

传播西方规范的“阻碍力量”.这不但使欧盟在“通过接触来改变中国”的问题

上产生了深深的挫败感,更使其感受到“模式之争”的压力.欧方的反应是一

方面加大批评中国的调门,另一方面加强了与美国等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

协作,事实上放大了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增加了改善中欧关系的难度.

(二)中欧关系的发展逻辑

比较中欧双方的政策取向,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中方一以贯之

秉持务实态度,坚持合作导向的中欧关系定位,几十年来未出现重大的政策转

向,并在中欧交往中呈现不断增长的战略自信.而欧方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抱有改造中国的心态,近年来其对华政策取向出现了在防范与合作之间摇

摆的矛盾心态.中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 这固然是因为国际格局的演

变、中欧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双方政治社会文化传统的不同导致的,但除此之

外,需要指出的是,中欧关系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双边关系.欧盟作为一个特

殊的国际战略行为体,在三个维度上具有特殊的战略脆弱性,不但直接左右了

欧盟的对外行为,也在深层次上影响了中欧关系的发展.

１ 欧洲地缘环境与内部政治秩序的脆弱性形成中欧关系独立发展的阻

力.尽管欧洲在近代以来长期扮演着西方文明领跑者的角色,冷战结束后,欧
盟也一直谋求成为全球性战略力量,但与中美相比,仍然有其明显的战略短

板,主要体现为其外部的地缘环境和内部政治秩序的脆弱性.有学者曾系统

分析过欧盟的两个地缘弱点:第一,东欧作为欧亚大陆的关键地缘政治枢纽,
是全球性战略力量博弈的必争之地;第二,欧盟周边被陆权与海权纷争频仍的

“地缘政治破碎地带”所包围.① 海陆复合体的优势和地理上的开放性使欧洲

成为人类自由贸易的摇篮,但同时也意味着极易受到外部力量和周边冲突的

影响.俄罗斯对欧盟东部的安全压力、地中海南岸和中东地区冲突频发导致

的难民潮和恐怖主义,长期以来都是欧盟地缘安全的结构性难题.
地缘环境越脆弱,就越需要一个坚强团结的政治共同体.从比较视角看,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同样处于强邻环伺、周边地区冲突频发的环境中,但凭借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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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统一的政治领导和强大的内部动员能力,在周边地区稳定和区域经济发展

中扮演着重要的主导性角色.然而,在中国人眼中习以为常的统一的政治共

同体,却是欧洲人长久以来孜孜以求却无法达到的遥远目标.历史地看,欧洲

政治秩序的最大特征是根深蒂固的多元化,无论是欧洲内部还是外来势力,从
未有一股政治力量能超越多元格局,建立统一的欧洲秩序.任何一种势力的

过分扩张,均会引发反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德法为轴心推动的欧洲一

体化进程,部分解决了欧洲民族国家间的恶性冲突问题,但并未改变欧洲秩序

的固有特征,只是将多元纷争的形式从国家间的全面竞争,转换为欧盟内部的

纷争,这直接体现为经济发展上的“南北欧洲”和“多速欧洲”问题,以及欧盟核

心国家与波兰、匈牙利在欧洲政治秩序和价值观上的分歧.① 而欧盟对中东欧

的政治整合困境和中东欧在地缘层面的战略重要性,导致其对外来力量对中

东欧的介入极为敏感,中国—中东欧合作则首当其冲,成为欧盟东部战略焦虑

的“对象”.中国推动相关合作的本意是消化国内不断增长的工业产能并拓宽

中欧经贸合作的广度,但在欧盟眼中,中国的举动却无异于鼓励那些不遵守欧

盟“道统”的中东欧国家去寻找联盟之外的选择,是在战略上分裂欧洲.
除了地缘安全和内部政治问题,欧盟脆弱性的第三个维度就是与域外大

国维系战略平衡的两难困局.尽管欧美关系在后冷战以来龃龉不断,欧盟也

一直在战略上尝试实现独立自主,但对美国和北约的依赖在可预见的未来不

会有明显的改观.一方面是因为欧盟需要美国的安全保障以抵御俄罗斯在东

部边界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北约仍然是维系欧盟内部权力平衡和团结的

最有效的安全框架,它不但承担着防止德国“坐大”的任务,也确保了德法与波

兰的矛盾不会过分激化.但是,这样的战略架构也导致了大国关系平衡的难

题:北约对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挤压,会促使俄罗斯不断加强与中国的关系,而
中俄的战略接近,又会激发欧盟对冷战时期国际关系“阵营化”的记忆;无论中

国在中东欧推动何种务实合作,都难免卷入美欧俄大国的权力博弈,引发欧盟

对潜在的“中俄联盟”的战略焦虑,致使其不得不继续依赖美国以避免孤立.
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联盟以及后来的欧盟已经丧失了独立塑

造欧洲安全结构的能力,而美国通过北约绑架欧洲安全结构,不断挑动俄欧冲

突,以此确保自身在欧美同盟中的主导地位,并有效干预中国这样的域外大国

与欧洲的合作.近年来,美国在宣传上不断渲染中俄威胁,并依托北约框架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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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欧盟国家在５G技术的选择上采取阵营化思维,正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简

而言之,地缘上和政治上的脆弱性,导致了欧盟在安全上对美国的单向依赖,
也造成了中欧关系的结构性困境.

２ 欧盟“不完全战略行为体”的特质与中欧合作的难题.冷战结束后,欧
盟一直试图推行一体化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使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

球战略行为体,然而实际进展有限.按照欧盟条约规定,共同外交仍然属于政

府间主义决策机制,一致同意是基本的决策原则.成员国可以通过“一票否

决”的方式在其独享权能的外交政策领域发挥作用,导致欧盟成为一个“不完

全战略行为体”,使其与成员国在外交政策上的互动与合作极为复杂,这也为

一些成员国的“政治投机”提供了可乘之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在欧盟对华

军售禁令和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两个问题上,中国投放了大量的外交资源试图

解决却收获寥寥.因为布鲁塞尔声称欧盟在对华问题上虽有共同立场,但内

部各成员国存在分歧是常态.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欧盟的共同外交已经不止

一次成为部分欧盟成员国对华交往中政治投机的“保护伞”.先以人权是欧盟

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为名对中国施压,然后不失时机地在国别层面向中国索取

政治利益;中欧谈判失败后,又以欧盟的决策必须全体一致为名将责任归咎于

欧盟的体制,这显然严重损害了欧盟的战略信誉.近年来,随着欧洲议会在欧

盟决策中的权能增多,欧盟在对外决策中的协调成本也进一步上涨,事实上使

中欧之间的问题进一步恶化,从最近欧洲议会冻结«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审议

上可见一斑.
由于共同外交机制的困境,欧盟的共同决策呈现出“败事容易成事难”的

特点.对中国而言,推动欧盟做出一个有利于中欧合作的决定,需要和欧盟委

员会、欧洲议会乃至所有的成员国展开艰苦的协调.相反,阻止欧盟做出一个

有利于中国的决定,只要简单说服少数国家即可.这就使中方在与欧盟交往

时面临两难境地.要在顾全欧盟整体利益的基础上建设性发展合作关系,就
不得不长期展开极为艰苦的全方位多层次外交,且前景不明.如果绕开欧盟,
推动与成员国双边层面的务实合作,又要被欧盟视为“分裂欧洲”.简言之,尽
管中国一直表态积极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建设,支持欧盟用“一个声音说话”,但
欧盟共同外交决策机制的运转不良,是中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体制障碍之一.

３ 欧盟规范性力量的战略定位与中欧关系的现实困境.欧洲作为一种文

明载体历史悠久,但欧盟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却非常年轻.这种“年轻与革

新”一方面体现在其体制机制建设尚不完善,另一方面体现为其试图超越传统

的“威斯特伐利亚式”的现实主义方式,转而用规范输出的方式影响世界.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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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作为“规范性力量”的主要倡导者,强调自由、和平、民主、法治和尊重人权作

为欧洲价值规范的重要性,认为欧洲的力量主要源于欧洲规范的制定和输出,
并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设计了若干政策工具,积极向全球推广,但其结果远

不尽人意.一方面,欧盟推行的规范性力量外交存在明显的双重标准,特别在

人权和民主问题上,导致了欧盟对白俄罗斯、古巴和缅甸进行制裁,而沙特和

其他海湾石油出口国,尽管按西方的人权和民主标准来看表现非常糟糕,却长

期与欧盟相安无事;①另一方面,即便在被欧盟视为后院的地中海南岸地区,欧
盟用了近３０年也未能在民主价值规范的推广上取得成功,反而恶化了地区安

全形势,造成当事国在民主化和地区安全之间选择的两难困境.②

尽管“规范性力量欧洲”在现实政治实践中表现不佳,但欧盟不太可能对

此做出实质性调整,因为至少在意识形态和法理层面,维护人权、民主和法治

为代表的价值规范,是欧洲在２０世纪启动政治一体化的动因,既是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以来欧洲政治合作不断发展的副产品之一,③又是冷战格局下西欧集团在

美苏夹缝中争取独立的一个重要筹码.④ 换言之,这些价值规范在欧盟中的历

史,几乎和政治和外交的一体化一样“久远”,因而也就享有几乎不可撼动的

“政治正确性”.然而,这种欧盟的“政治正确性”却成为中欧政治关系发展日

益凸显的一个问题.在欧盟层面的涉华议题讨论中,任何政治势力不论出于

何种动机,只要想方设法将议题与中欧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挂钩,其他对华合

作和妥协的理性声音,就会面临“政治正确性”的拷问.一旦相关议题被意识

形态化,进一步的中欧合作也就无从谈起.归根结底,把规范性力量作为一个

国际战略行为体的立身之本是否合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实践问题.但欧盟

在对华问题上表现出的“政治正确性”是否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与合理性,需
要进一步观察.⑤ 就目前欧盟政治的现实而言,规范性力量的定位和欧盟对基

本价值观的强调,已经深深嵌入欧洲一体化中,并实实在在成为影响中欧关系

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也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欧盟的基本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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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欧关系的发展前景

当前,随着国际体系进入深度变革期和中欧关系进入调整期,中欧关系未

来的发展方向可能面临三种不同的前景:一是中欧关系走向疏远,欧洲进一步

倒向以跨大西洋关系为框架的美欧同盟,由此诱发中俄的进一步接近,世界体

系可能因此重回扩大版的两极格局;二是欧洲加强自身的战略自主建设,并成

功补齐自后冷战以来自身战略能力的短板,真正成为中美之外的一极.欧洲

既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也在相关领域与中国开展激烈的竞争,中欧关系也由此

成为影响中美欧三边关系动态平衡的“一边”;三是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变体,即
欧洲在自身力量不足又不甘于沦为次等行为体的情况下,一方面加强战略自

主,另一方面主动强化与中美之外的其他力量的协调,在中美之外培育一个广

大的中间地带,并由此获得战略上的有利地位.
总体来看,欧盟的对华战略仍未定型,其一方面受到中美博弈进程和国际

体系变革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中欧在经贸、科技和地缘等诸多政策

领域互动的结果.如何在国际秩序的变革期发展中欧关系,服务于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目标,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任务,需要我们从三大方向努

力维护、稳步推进双方关系的发展.
第一,客观看待中欧关系的基本面,保持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尽管近年

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对华政策中遏制和防范的成分在增加,但不应忽视两个重

要的基本事实:其一,当前欧洲对华关系转冷,是发生在中国快速崛起和欧洲

发展相对缓慢这一大背景下,无论在经济、军事还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欧的力

量对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也是中国对欧政策应有战略自信的依托;其
二,虽然美国自拜登上台后一直强调回归多边,重视盟友,并加强了与欧洲的

协调,但中欧关系的一个基本面并未发生变化,即双方在地缘政治上并无实质

性冲突.一方面,双方各自的地缘竞争对手并不相同,没有不可调和的地缘安

全矛盾;另一方面,中欧彼此都缺乏实质上直接威胁对方的地缘战略手段.尽

管欧盟及其成员国提出了印太战略,似乎出现了追随美国的动向,但正如挪威

防卫研究所副教授厄于斯泰因通舍(ØysteinTunsjø)所指出的:“当欧洲还

是核心战略地区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第一任秘书长伊斯梅勋爵

(LordIsmay)可以宣布,联盟的主要目标是压制德国、把俄罗斯赶出去、让美国

留下来.但当欧洲不再是中心区域时,它在赶出中国(控制东亚重要的海上航

道)、压制日本(阻止日本重新军事化、推动地区军备竞赛以及与中国发生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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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和留住美国(作为制衡中国的力量)上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① 欧盟当前

显示的一些战略迹象是加强与亚洲某些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这或许

可以把它解读为配合美国遏制中国,但其核心利益仍然是维护欧洲及其邻国

的安全与稳定,卷入亚太纷争无益于维护欧洲的核心利益.从战略上看,亚洲

国家不会将欧洲国家视为该地区的安全事务的重要参与者,欧洲也缺乏相应

的能力在事关朝鲜、东海、台湾地区、南海和中印巴三边关系的亚洲地区事务

中发挥重要作用.② 对于欧洲而言,介入亚洲事务的潜在收益主要有两项:一
是为欧盟提供一个平衡中国“１６＋１合作”地缘影响力的筹码;二是在政治层面

通过炒作涉港、涉疆和涉台议题,打造所谓“志同道合的朋友圈”,塑造有利于

自身的地区规范,但在涉及中国重大利益的亚洲地缘政治和地缘安全问题上,
除了政治层面的“宣示”,欧洲并未拥有真正有效的干预手段,对中国不构成实

质性的战略威胁.
第二,正视中欧差异的现实,进一步拓宽对欧外交渠道.在对欧关系中,

需要面对的现实是,双方在相互认知上并不对称,在如何构建国际秩序等基本

问题上也存在分歧.而且,这些分歧缘于双方世界观层面的差异,在短期内难

以轻易弥合.正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Shambaugh)所
说,欧洲的国际秩序观来自其世界观中五个相互支撑的基本信念:“一是主导

性的强国应受到制约,多极世界要比单极世界或是无政府秩序更加稳定;二是

各国应当遵守国际法和约定俗成的国际行为规范;三是应当加强国际机制,赋
予其推进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权力;四是主权因其局限性,可在某些特定条件下

(如在欧盟中)被分享;五是软力量应当比硬实力更有影响.”③但在中方看来,
欧洲认定的国际规范是西方现行或行将制定的规则,国际合作必须基于西方

规则体系,而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发展中国家、一支日益重要的国际力量,应在

全球性问题、重大国际事务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甚至主导权.虽然欧洲的世

界观中不乏一些可供国际秩序参考的元素,但它只能代表一种地区性经验,并
不必然具有全球性的指导意义.例如,有关主权问题上的认知,欧洲基于自身

一体化发展的历史经验,相信主权是一种相对和有限的权力,可以让渡,也可

以作为谈判和交易的筹码.但中国的主权观,既建立在近代抵抗外侮、实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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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自强的历史经验之上,又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实现

崛起而进一步加强.中欧双方都是基于自己的长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政治实

践形成了自身比较稳定的世界观,而双方在国际秩序观上的差异,恰恰是双方

世界观差异的一种投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欧双方的这种分歧都能得到有效管控.但在

当前则面临两种新的困境:一是部分欧盟成员国尤其是中东欧成员国中的亲

美势力,开始在欧盟政治层面推动涉台问题的政治发酵,挑战中国的主权原

则;二是欧洲议会作为欧盟层面最为意识形态化的力量,在欧盟决策中的权力

不断扩大.这两股力量有可能打着“政治正确”的旗号,在欧盟形成合流,在一

定程度上绑架欧盟的对华战略.当下,由于欧盟及其成员国对华戒心加重,加
之中美欧三边格局正处于微妙变化时期,传统的外交方式一方面可能面临边

际效应递减的困境,另一方面也要消耗较多的战略资源.因此,中国应继续加

强与欧盟重要成员国的双边协调;在欧盟层面,发挥中国幅员辽阔、地方行为

体多元的优势,推动对欧工作主体的多元化,进一步推动中欧政党、地方政府

和姐妹城市之间的互动,与包括欧洲议会在内的欧盟机构展开更为积极的交

流互动,以低调、务实和更具灵活性的方式推动对欧工作,在多元化议题的交

流与合作中,不断营造新的共识与合作空间,力争改善目前欧盟层面涉华政治

讨论中“言必谈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氛围.
第三,以四大伙伴关系为指引,加强中欧关系的韧性.在新冠疫情的影响

下,欧洲经济复苏困难重重,社会裂隙加大,民粹主义渗透到国家政治的方方

面面,欧洲一些政治精英也“裹挟民意”通过炒作“中国威胁”话题来获取政治

资源,制造中欧关系的“麻烦”.当欧盟认为通过经济合作与人文交往促进中

国政治变革的战略已然失效的情况下,其对华政策发生显著变化,意识形态和

价值观导向更为严重.２０１９年３月,«欧盟—中国:战略展望»文件重新诠释对

华政策,不仅将中国定位为“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还提出中

欧之间“机遇与挑战的平衡已发生偏移”.① ２０２１年３月,欧盟以所谓新疆“人
权问题”为名,对中国个人和实体进行制裁,严重伤害了中欧关系.５月,欧洲

议会宣布冻结«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审议,使中欧关系再遇波折.上述现象

既是因为欧盟对华认知发生了负面变化,也是美国政府“联欧制华”战略助推

所致.尽管如此,中欧关系仍然显示了相当程度的“韧性”.中欧领导人通过

视频会晤等形式继续保持密切的高层交往.双方宣布签署«中欧地理标志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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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决定建立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和数字领域高层对话,打造中欧绿色合作

伙伴、数字合作伙伴关系等.欧盟也表示,不愿和美国一起孤立和遏制中国.
虽然其对中国的定位发生改变,但仍主张同中国保持接触,在经济上既合作又

竞争,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上,强调与中国的合作.疫情之下,中欧

贸易和投资持续强劲增长.２０２０年,中国与欧盟的贸易额达到６４９５亿美元,
中国首次取代美国跃居欧盟第一大货物贸易伙伴.２０２１年１月至９月,中欧

贸易额达到５９９３．４亿美元,增长３０．４％.欧盟仍然是中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地

和直接投资目的地.①

历史地看,中欧关系从起步到快速发展,是摆脱派生性关系走向独立性关

系的跌宕起伏、激流勇进的历程;双方彼此借重,相互依赖,共同成长.正如习

近平主席在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通电话时所强调的:“中国和欧盟是两大

独立自主力量,也是全面战略伙伴,双方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共同推动中欧

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这符合中欧共同利益.”②在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当

下,中欧关系作为国际体系的一部分,虽然不可避免受到国际秩序结构的影

响,尤其是欧洲受到跨大西洋关系的束缚,在“独立自主”上面临不少困难,但
是中欧在应对全球性挑战、维护多边主义、实现两大市场、两方资源的更好联

通上拥有共同的利益.７０年来,中欧之间从战略共识到利益依存,从改革互动

到人文联通,已形成“和平、增长、改革和文明”四大伙伴关系.③ 这是双方关系

实现自主发展的强劲动力,以此为基础,中欧可就新的重大议题加强沟通、扩
大互信、减少误判,推动伙伴关系走深走实,在国际秩序的动荡期进一步加深

中欧关系的韧性,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与挑战.
“中欧合作历经几十年风雨考验,植根于坚实的民意基础,广泛的共同利

益,相似的战略诉求,具有强大韧性和潜力,符合时代发展的进步方向.”④中欧

作为全球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双方的合作具有全球意义.从这个

角度出发,中欧应该积极作为,加强对话,深化合作,妥处分歧;⑤在维护世界和

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和繁荣上共担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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